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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声性看外交语言中问句的语义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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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作为语料，对外交语言中

的问句进行了多声性分析。 分析发现，外交语言中的问句为话语带来了复杂的多声现象和丰富的

语义隐涵。 这些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来源，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并且，依据一定的语用推理原则，
明确地否定了其中某些观点，从而肯定了相反的某些观点。 正是这种多声现象帮助塑造了外交语

言既礼貌又有力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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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语言的多声性

Ｂａｋｈｔｉｎ（１９８４）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借用音乐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多声性

（复调①）”（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的理论，认为陀氏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复调小说。 与以往欧洲

的“独白”（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小说不同，陀氏小说就像由多个相对独立声部构成的复调音乐，它们不

再仅仅表达作者的某一种思想，而是同时表现相对独立的多种意识，整个作品是不同思想和声

音的集合。 同时，他用“超语言学”（ｅｘ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的观念，在对话理论的框架下分析陀氏小说

的语言组织，认为陀氏小说中人物的话语常常包含了他人的声音与意识，好像永远处在未完成

的对话当中。 陀氏小说也正是通过这种带有对话性和多声性的语言组织，达到了“复调”的艺

术效果。
Ｂａｋｈｔｉｎ 的多声性理论和对话理论对话语分析、互动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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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语言学者从对话交际的角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语言研究。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语言

的多声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比如 Ｆｌøｔｔｕｍ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等） 、Øｙｖｉｎｄ （２００７） 利用 ＳｃａＰｏＬｉｎ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理论，从多声性的角度分析政治话语中不同观

点（ＰＯＶ，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的表达。 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多声性理论进行语言研究，比如：
许菊（２００６）总结了多声性理论在语言学中的发展，并且从词汇、句法、语义语用以及语篇层面

初步讨论了语言中多声性的表现；庞继贤、陈明瑶（２００６）结合多声性理论，通过评价理论中的

介入次系统分析了电视访谈中主持人介入标记语的使用，并讨论其人际功能；孟玲（２０１８）也
借用类似的理论分析高校学生参加生死课以后的采访回答，以此分析学生参加课程之后的态

度和行为改变；袁毓林（２０２１）也利用多声性理论和介入系统，分析了“王思聪假装在奋斗”的
多声性现象，并讨论了“假装”的概念结构及其语用识解。

总体来看，学者对语言多声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多声性在语言中的表现；
二是利用评价理论中的介入次系统，讨论语言结构的人际功能，在此基础上分析具体的语言应

用技巧或进行跨学科的讨论。 在针对语言多声性的研究中，对否定和表示转折、让步的连词的

讨论最多，否定、转折、让步也是语言多声性的重要表现②。 但是，除了否定和转折以外，语言

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多声性手段？ 语言的多声性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语言表达的？
我们选取外交语言作为语料来源，尝试探讨上面的问题。 许多学者从语用的角度对外交

语言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是分析外交语言的语言特征（郭鸿 １９９０；李战子、胡圣炜 ２００９ 等），尤
其是外交语言的模糊性（郭立秋、王红利 ２００２；李颖 ２００３；魏在江 ２００６；宁燕 ２０１０ 等）；另一方

面则是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原则的角度，对外交语言以及其中的外交技巧进行分析

（马莉 ２００３；张悦、胡志清 ２００４ 等）。 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或者

说语体），外交语言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外交语言在精确表达之余，还常常会故意进

行模糊的表达；另一方面，外交语言的多种特点常常是由于遵守礼貌原则而造成的。
以往对外交语言的研究和讨论往往关注外交语言“对外”的特性，但实际上外交语言比纯

粹的“对外”更加复杂。 从多声性的角度来看，外交语言是一种典型的充斥着复杂的他人“声
音”的语言类型：从说话人的角度看，外交语言常常是对某些国际时事作出回应，回应的内容

中势必会包括被回应的“声音”。 从受话人的角度看，在外交场合中，发言人代表国家的立场

发声，其听众的性质又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这种语言显然是对外的，其受话者可能包括

盟友、对手；另一方面，这种语言也会被媒体向国内发布，所以外交语言也同时是对内的，其受

话者包括了国内民众。 这样，外交语言在产生时就必然考虑到复杂的受众性质，受众当中可能

存在的“声音”也常常会作为语句的某种预设而被包裹或镶嵌在外交语言中。 这些复杂的声

音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外交语言中，影响着外交语言的形成和相关外交形象的塑造。 因此，本文

从外交语言入手，来观察多声性对外交语言的塑造。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③外交部发言人主持的例行记

者会记录，以及就某些重大事件的回应作为语料来源。 其中例行记者会记录共 ２２ 篇，就重大

事件答记者问发表的讲话共 ３ 篇④，共约 ５． ６ 万字（除去问题）。
本文发现，在这些语料当中，问句的使用非常频繁。 在我们收集的范围中，共出现了 ８９ 例

问句。 本文将从问句入手，将上面的问题具体化：问句是否为外交语言带来了多声性？ 多声性

对外交语言的问句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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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语言中的问句及其多声性特征

我们参考李宇明（１９９３）的分类，根据下面的三个标准，对外交语言中的问句进行分类：
ａ． 问话人对所问的问题有无疑问；
ｂ． 问话中包含不包含答案；
ｃ． 问话人要求不要求听话人回答。

李文按照上述三个标准的回答，从使用上为问句进行了分类⑤：

　
ａ

（有无疑问）
ｂ

（是否包含答案）
ｃ

（是否要求回答）
说明

甲 ＋ ＋ ＋ 不存在

乙 ＋ ＋ － 不存在

丙 ＋ － － 自我思考

丁 ＋ － ＋ 询问

戊 － － － 设问

己 － － ＋ 提问

庚 － ＋ ＋ 证实问

辛 － ＋ － 反问

表 １　 基于三个标准的问句分类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在外交语言中，有时候对标准 ｃ 的判定是模糊的，这也是

外交语言复杂的受众导致的：对于我们所收集的语料类型来说，听话人在表面上可能只是到会

的记者；但实际上，外交部发言人真正要针对的听众群体却是复杂的。 所以，很多问句中，问话

人虽然不要求表面上的听话人（记者）回答，但却常常需要实际上的听话人（比如某个国家或

其相关部门及人士）来回答。 同时，从外交语言的功能上看，外交语言中不太可能出现真正的

发言人“自我思考”的问句，也不太可能出现真正的用来“测试”听话人的“提问”。 因此，我们

对上面的分类进行整合，得到下面四类：

　 问话人对所问的问题有无疑问 问话中是否包含答案 是否要求某人回答

询问 ＋ － ＋

设问 － － －

证实问 － ＋ ＋

反问 － ＋ －

表 ２　 外交语言中涉及的问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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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分类标准，我们统计了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中问句的使用情况：

　 询问 设问 证实问 反问 总计

出现次数 ３７ １１ ７ ３４ ８９

比例 ４１． ５７％ １２． ３６％ ７． ８７％ ３８． ２０％ １００％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的问句使用情况

可见，询问和反问在外交语言中占到了绝大多数。 下文，我们将以询问和反问为主体，讨
论外交语言中问句的多声现象。

１． 外交语言中的询问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询问”是出现比例最高的一种问句。 Ｈａｍｂｌｉｎ（１９７３）利用蒙太格

语法的框架，分析了英语问句的语义。 Ｈａｍｂｌｉｎ 认为，蒙太格语法的框架也能应用于英语中的

问句，并可以结合集合论的思想，将问句的语义和陈述句的语义统一起来。 比如 Ｍａｒｙ 可以代

表一个集合，集合中唯一的元素就是 Ｍａｒｙ； Ｍａｒｙ ｗａｌｋｓ 也可以代表一个集合，集合中唯一的元

素是 Ｍａｒｙ ｗａｌｋｓ 这一命题。 同样，当用 ｗｈｏ 来代替 Ｍａｒｙ，形成问句 ｗｈｏ ｗａｌｋｓ 时，就可以形成

一个由多个命题组成的集合，可能包括 Ｍａｒｙ ｗａｌｋｓ， Ｊｏｈｎ ｗａｌｋｓ 等等。 从语用上说，问句引发了

一个选择情境（ｃｈｏｉ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要求在一个命题组成的集合中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问句的

语义集合的成员就是问句的回答。 而对于一般疑问句来说，在语义上，一般疑问句相当于在命

题前加上了一个 ｉｓ ｉ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的前缀。 这样，一个一般疑问句（‘ｉｓ ｉ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ａ）的语义

也可以表示为一个集合，它只有两个元素，即 ａ 和 ａ 的否定。 如果从多声性的角度来看上述语

义阐释，就可以发现，问句的语义就是一个由多种声音组成的语义集合，这个语义集合为话语

带来了鲜明的多声效果。
在外交语体下，在上下文语境的帮助下，发言人可以利用询问的多声性来达到特殊的表达

效果。 比如，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允许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企

业参与一国 ５Ｇ 网络任何部分的建设，都是不安全的，都将对该国公民的隐私、人权和安全构

成重大风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这一声明发出了下面的询问：
（１）华为公司早已公开表明，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愿意接受第三

方检测和监督。 不知道美方能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为了分析得更加全面，我们先来看询问句前面的陈述句。 在这里，发话人引入了来自华为

公司的声音。 这样，在这句话中，其实包含了两种声音：
Ａ１：华为公司公开表明“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并接受第三方的检测和监督”。
Ａ２：华为公司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并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
Øｙｖｉｎｄ（２００７）将多声性结构分为下面四个部分：
ａ）发话人（ｔｈｅ ｌｏｃｕｔｏｒ），对其言语负责；
ｂ）声音（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⑥；
ｃ）声源（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ｂｅｉｎｇｓ⁃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ｖ）；
ｄ）声音和声源的关系（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ｂｅｉｎｇｓ），可以分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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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无把握（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和反对（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可见，在多声性结构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不同的声音，还有声音的来源以及该声音与声源

的关系。 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两种声音声源不同：Ａ１ 的声源来自于发话人，而
Ａ２ 的声源则是华为公司。 发话人只对 Ａ１ 的真实性负责，即华为公开表明了某一件事；而华为

公司作为 Ａ２ 的声源，对 Ａ２ 的真实性负责。
那么，为什么发话人要引入华为公司的声明，来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华为公司的声

明呢？ 我们发现，通过语用推理，上面的声音还能推出更多的声音。 许菊 （２００６） 引入了

Ｓｐｅｒｂｅｒ ＆ 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９５）关联理论，认为“多声部结构的重建过程也是语境补足的过程”。 在

明示 推理交际中，“从话语的明说意义（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推导出言语主体的真正意图，一般要经过

两个步骤：先推导出隐涵前提（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ｅｍｉｓｅ），再在隐涵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隐涵结论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即言语主体的真正意图”。
显然，在这个回应中，引入华为的声明并不是发话人真正的意图，发话人真正的意图是

要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 在关联性的指引下，听话人需要从发话人的明示中，推
导出隐涵前提和隐涵结论，得到发话人的真正意图。 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隐涵

前提：
ＩＰ１：无“后门”且愿意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的企业，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

威胁；反之，则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这样，通过上述隐涵前提，并结合发话人所引入的华为的声明（Ａ２），我们可以得到隐涵结

论 Ａ３：
Ａ３（ ＩＣ）：华为公司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这个隐涵的结论 Ａ３ 实现了发话人的意图，即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华为不安全的指

责。 而 Ａ３ 的声源是不明确的，Ａ３ 是听话人根据发话人的明示推理得到的隐涵结论。 因此，
Ａ３ 的声源是作出这种推论的听话人，而不是发话人。 可见，作出推理的听话人为 Ａ３ 的真实性

负责，发话人与 Ａ３ 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这样的语境下，发言人发起了需要美国回答的询问：

不知道美方能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这个问句中并没有包含问题的回答，并且问话要求美方或听话人回答。 根据 Ｈａｍｂｌｉｎ

（１９７３）对问句语义的分析，上述问句的语义集合中包含了两个成员，即 ａ（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

诺）与 ａ 的否定（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这样，上述的询问句可以分析为下面两种声音：
Ｖ１：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Ｖ２：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发话人通过问句的语义集合，带来了意义相反的两种声音。 但是，发话人只通过询问发起

了选择情境，提供了意义不同的可选项，但却并不对任意一个可选项的真实性负责。 那么，从
听话人的角度来说，在这个选择情境中应该选择哪一种声音呢？ 我们发现，联系前文的回答，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声音。 我们将上文一并截取如下：

前天我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包括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

委员会等机构经过多年审查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 相反，根据公开报道，
多家美国公司，如思科、苹果公司等都存在安全漏洞，爆出过多起“后门”事件。 臭名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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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棱镜门”事件表明，在美国强大的全球监控窃听体系面前，即便是美国盟友的领

导人和民众也是毫无隐私可言的。
华为公司早已公开表明，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愿意接受第三方

检测和监督。 不知道美方能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在询问之前，发话人通过引入他者的声音（公开报道），给出了“多家美国公司爆出‘后门’

事件”的信息，以及“美国拥有强大的全球监听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国家领导人和民众都毫

无隐私”的结论。 通过这样的背景，听话人可以继续在明示 推理交际中，通过一般常识，补充

出这样的隐涵前提：
ＩＰ２：拥有强大的全球监控窃听体系的国家，就不敢承诺无“后门”，并接受第三方的检测

和监督。
在这种隐涵前提下，面对发话人所给出的选择情境，听话人能够进行推理，在 Ｖ１ 和 Ｖ２ 中

作出选择：
Ｖ３：Ｖ１ 不正确，Ｖ２ 正确。 （ ＩＣ）
与此同时，根据与上文陈述句同样的隐涵前提 ＩＰ１，听话人还能继续进一步推理，得到更

加深层的隐涵结论：
Ｖ４：美国会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 ＩＣ）
可见，这些隐涵结论，才能够形成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才是发话人真正的会话意

图。 但是，从声源和声音的关系来看，Ｖ３ 与 Ｖ４ 的声源并不是发话人，而是听话人依靠常识以

及发话人所给出的信息，通过语用推理得到的隐涵结论。 因此，只有作出上述推理的听话人才

是 Ｖ３ 和 Ｖ４ 的声源，为 Ｖ３ 和 Ｖ４ 的真实性负责；而发话人在整个过程中，只提出了询问，给出

选择情境，并不为问句带来的任何声音负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询问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

多声结构。 它至少包含以下四种声音：
基本声音：
Ｖ１：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Ｖ２：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隐涵声音：
Ｖ３：Ｖ１ 不正确，Ｖ２ 正确。 （ＩＣ，由 ＩＰ１ 推导得到）
Ｖ４：美国会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ＩＣ，由 ＩＰ２ 推导得到）
其中，Ｖ１ 和 Ｖ２ 是问句表层的语义结构，是询问句本身所带来的、基本的声音。 发话人是

这两种声音的声源，但并不对这两种声音的真实性负责，而是创造了对这两种声音的选择情

境。 而 Ｖ３ 和 Ｖ４ 则不是该问句直接带来的声音，而是问句在特定语境之下，由说话人明示，听
话人补充隐涵前提，并且进行语用推理，最后才得到的、问句隐涵的声音。 发话人不是隐涵声

音的声源，也不对两种声音的真实性负责。
在这样的语境下，问句之前的陈述完成了对美方声明的回应：发言人引入华为的承诺，引

导受话人否定了“华为会对公民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的声音⑦；同时，用询问句完成了对美方

的进一步反击：在这种特定语境下，通过听话人为问句提供的声音（即听话人推理出的隐涵结

论），暗示美方才是真的威胁了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暗暗指责了美方“贼喊捉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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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言人对其真实性负责的声音是很少的。 在问句前的陈述

句中，发言人只负责“华为公开表明”的举动是真实的（Ａ１），而华为是不是真的履行承诺由华

为公司负责（Ａ２ 的声源），华为是不是真的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安全造成威胁，则由作出语用推

理的听话人负责（Ａ３ 的声源）。
到了问句中，发言人提出了两种声音的选择情境（Ｖ１ 和 Ｖ２），但是对哪种声音的真实性都

不负责。 而美国是否能作出同样的承诺（Ｖ３）以及美国是否会对其他国家公民的隐私和安全

产生威胁（Ｖ４），也由作出语用推理的听话人负责。
然而，发话人真正负责的声音却并不是表达的重点；相反，正是那些由听话人语用推理得

到的、由听话人负责的隐涵声音才是发话人真正的会话意图。 这样，一方面，发言人通过他人

的声音驳斥了美方的声明，并对美方进行了反击和谴责；另一方面，发言人又不对这些声音的

真实性负责，没有留下话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询问确实能够给话语带来丰富的声音，是语言表现多声性的

一种手段。 询问本身的语义，可以被分析为一个由问句回答组成的集合，天生带有多声特征。
与此同时，这些由问句引入的回答，还能继续和语境中的其他话语互动，经由语用推理，为话语

带来更加复杂的声音。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询问的多声性正与外交语体的语用特征相契合。 通过引入声

音，模糊声源，由询问带来的多声结构能够让发话人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避免与这些声音

产生直接联系，规避了发话人的责任，符合外交语言既精确又模糊的要求。 正是这种复杂的多

声现象，使得询问成为了外交语言中使用最多的一类问句。

２． 外交语言中的反问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反问是使用比例次高的问句。 一般来说，反问句常常表达否定，能
够对应一个相应地带有否定词的陈述句。 在多声性分析中，否定常常作为一个多声性的标志

出现。 在一个带有否定词的陈述句中，可以直接得到两种声音。 例如：
（２）威胁恐吓讹诈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政策。

Ｖ１：威胁恐吓讹诈（曾经）是中国的政策。
Ｖ２：Ｖ１ 不正确。
否定引出了相反的两种声音，发话人对 Ｖ２ 的真实性负责。
那么，反问句是否也能够直接得到这样两种声音呢？ 我们认为，反问句的多声情况更加复

杂，这是因为反问句产生否定意义的机制是相对复杂的。 刘彬、袁毓林（２０１７）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讨论了反问句的性质和语用环境，认为反问句并不是真正的“无疑而问”，而是一种对

对方言论或行为的前提的质疑。 其否定意义的生成过程表示如下：
反通常性语境（反常的现象） → 说话人表示非常怀疑，使用反问句，故意进行质疑

→ 怀疑：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疑是信非（①“不相信……”；②“相信……不……”）内置

了否定性意义 → 推动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

可见，反问句的否定意义不像否定句，能够直接通过否定词在基本语义的层面表达出

来；而是需要在反通常性的语境中，通过质疑的方式，来使得否定意义涌现出来。 因此，反
问句在语义结构上，与一般问句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由其回答所组成的语义集合。 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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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故意将问句放在反通常性的语境下，质疑甚至反驳了所有的可能回答，进而间接地

表达了否定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反问句也呈现出了复杂的多声结构。 例如，针对美国领

导人“中国已非常强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的回

应中包含了这样的反问：
（３）这个说法太可笑了！ 环顾全球，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来重建一

个中国？ 太可笑了！ 中国发展的成就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什么人、什么国

家恩赐施舍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汗水、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
从基本语义上来说，反问句与询问句的语义结构一样，都是一个由其回答而组成的语义集

合。 因此，上述反问句所引入的基本声音可以表现为下面的结构：
Ｖ１：美国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Ｖ２：日本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
Ｖｘ：国家 ｘ 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同一般问句一样，发话人通过问句提供了一个选择情境，并给出了从 Ｖ１ 到 Ｖｘ 的不同声

音作为可能选项。 但是，与一般问句不同的是，上述所有的声音出现在一个反通常性的语境当

中：一方面，是引发问句的美国领导人的言论；另一方面，则是发言人对于这种言论的评价———
“太可笑了”。 在这样的语境基础上，发话人极度质疑甚至否定“有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中

国”，并用问句的形式，表现出了这种极度的质疑和反驳。 可见，与询问句为听话人提供选择

情境不同，在反问句中，发话人自行对语义集合中的所有成员进行了选择：发话人质疑（反驳）
所有的回答选项，从而认定该集合为空集。

在这样的过程中，反问句内置了否定意义：
Ｖｍ: Ｖ１ 到 Ｖｎ 都不正确。 （陈述义：质疑甚至驳斥问句所有的回答）
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反问句的衍推意义：
Ｖｎ：根本不存在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由 Ｖｍ 得到的衍推义）
和例（２）的否定陈述句能够直接得到两种声音不同，在反问句中，问句的语义结构仍然是

其回答的集合；因此，仍然能够引入 Ｖ１ 到 Ｖｘ 的声音。 但是，与询问不同的是，反问句出现在

反通常性的语境当中，对问题的所有答案进行了质疑和驳斥，内置了否定意义。 并且，从声源

上来看，内置否定意义的 Ｖｍ 由发话人发出，发话人对 Ｖｍ 的真实性负责。 在驳斥所有回答的

基础上，Ｖｎ 的声音能够自然地衍推出来：如果所有的可能答案都不正确，那么就不存在哪个国

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这种声音（Ｖｎ）由 Ｖｍ 衍推得到，发话人对 Ｖｍ 的真实性负责，也
因此，发话人同样要对 Ｖｍ 的真实性负责。

郭继懋（１９９７）总结了使用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并将反问句的意义分为两部分。 除了

字面意义以外，还具有隐涵意义（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引出发话人说出反问句的行为 Ｘ
“不合乎情理，是错的”。 总含有这种隐涵意义，是“反问句在意义上与陈述句的根本区别”。
而反问句的字面意义则是，Ｘ 的预设 Ｙ 结合语境，我们知道，引出反问句的行为是美国领导人

的言论，这一言论也笼罩了反问句，是反问句使用的条件。 我们可以将这一声音记为 Ｖ０：
Ｖ０：中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
同时，我们通过常识，能够得到下面的隐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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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这样，根据反问句的衍推声音 Ｖｎ，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下面的声音：
Ｖａ（ ＩＣ）： Ｖ０ 不正确。
Ｖａ 是听话人通过语用推理得到的，其声源是作出这种推理的听话人，但是，这种隐涵结论与

询问句的隐涵结论不同。 在反问句中，衍推声音 Ｖｍ 否定的往往是 Ｖ０ 成立的前提条件⑧，也就是

说，当 Ｖｍ 为真时，Ｖａ 一定成立。 因此，在发话人对 Ｖｍ 负责的前提下，虽然 Ｖａ 的声源并不是发

话人，而是作出语用推理的听话人，但发话人要与听话人共同对 Ｖａ 的真实性负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例（３）的反问句也具有复杂且多层次的多声结构。 它至少涉

及和引入了下面的多种声音：
前提声音：
Ｖ０：中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
基本声音：
Ｖ１：美国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Ｖ２：日本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
Ｖｘ：国家 ｘ 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主观陈述声音：
Ｖｍ： Ｖ１ 到 Ｖｎ 都不正确。
衍推声音：
Ｖｎ：根本不存在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隐涵声音：
Ｖａ： Ｖ０ 不正确。
在这个多声结构中，前提声音是反问句存在的语用条件，反问句就是为了回应前提声音而

存在的；反问句的基本语义结构引入了数个基本声音，它们为主观陈述声音提供了语义基础；
在主观陈述声音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衍推声音，这一衍推声音才是发话人最终要表达的、占据

主流的声音。 在此基础上，听话人还能够经由语用推理得到反问句的隐涵声音，这是发话人真

正的会话意图。 但是，由于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所依据的前提条件（Ｖｎ）是由发话人负责的，
因而，发话人也需要负责隐涵声音的真实性。

总体来看，反问的多声现象要比否定的陈述句复杂得多：一方面，反问句的句义不是靠直

接否定他者声音得到的，而是经由“质疑→否定”得到的；另一方面，反问句还包含了隐涵声

音，它是通过引入语境中的声音，再经过语用推理得到的。 这样一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反问句

的句义就成为了隐涵义的“论据”。 通过引入复杂的多种声音，用反问句来否定和反驳比直接

否定要显得更加强烈，或者说，具有更强的语力（ｆｏｒｃｅ）。
与询问不同，反问句虽然也激活了语义集合与选择情境，但发话人却通过反通常性的语境

以及其他各种手段，自己解决了选择情境。 从发话人与声音的关系来看，在询问句中，发话人

不对任何回答的真实性负责；而在反问句中，发话人却要对主观陈述声音、衍推声音乃至隐涵

声音的真实性负责。 因此，在表达的力度上，反问比询问更强。 发话人放弃了规避责任，通过

反问，将自己的态度充分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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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问句的多声性与外交语言风格

通过对外交语言中问句的多声性分析，我们发现，外交语言中的问句常常会带来复杂的多

声现象。 这是因为，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发言人的发言一般是对记者提出的话题做出回应。
这样，绝大多数问句的使用并不只是为了单纯地获取信息，更是为了表明立场。 在这种情况

下，问句的回答作为基本声音被引入到话语中，而受话人则通过明示 推理等语用推理规则，来
对这些回答进行选择。 这一系列复杂的声音被打包进问句当中，构成了发言人真正的回应。
可见，问句确实具备引入多种声音的功能，并且，也正是这种多声功能才使得发言人频繁使用

这一形式来表达立场。
那么，为什么要利用问句的多声功能来表达立场呢？ 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这是为了符合

“礼貌原则”。 晏宗杰（２００４）比较了反问句“Ｖ ＋ 什么 ＋ Ｖ”和相关句式的礼貌程度。 他引用了

Ｌｅｅｃｈ（１９８３）的礼貌级别（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理论：语言形式越间接，话语就显得越礼貌；相反，语言形式

越直接，则越不礼貌。 殷树林（２００６）也认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之一是礼貌。 反问句通过诱导的

方式使受话人自己否定自己的立场、主张、行为，有利于“使对话双方的分歧减至最小限度”“使
对话双方的反感减至最小限度”“最小限度地贬低别人”“最小限度地赞誉自己”。

从这些角度来说，问句的使用确实间接地表达了语义，满足了外交语言“礼貌”的要求。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从语感上又觉得这些问句的使用并不十分委婉，甚至是有些尖锐、强硬

的，这种直觉似乎与“礼貌”相反。 我们认为，这种矛盾也与问句的多声结构有关。
在外交语言的问句中，发言人常常能够借助他人的语用推理，来对可能的回答进行选择，

间接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这一过程中，发言人尽量寻求双方的共识，符合礼貌原则。 可是，
被引入的声音却可以是不礼貌的：它们既可以是对对方的反驳，也可以是对对方的指责。 并

且，正是由于这些声音被引入方式的间接性（明示 推理），这些不礼貌的声音反而显得更有凭

据，并且有复杂而庞大的听者群（即所有进行了这种推理的人）为这些声音负责。
胡壮麟（１９９４）对新闻报道和论辩语体进行了可证性分析，发现论辩语篇使用较多的是基

于假设性证据的“演绎”型证素，这正符合论辩语篇对说理和表达观点的要求。 在多声性结构

中，那些通过推理而得到的声音正是论辩语体中常用的“演绎”型证素。 这样，以问句为形式

的回应，通过引入不同的声音而具有了论辩色彩，因而能够作为一种论辩的手段应用在外交语

言当中。 这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质询”能成为辩论赛场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见，问句的多声性为问句带来了“礼貌”和“论辩”的双重色彩，这使得问句成为外交语

言中表示否定、驳斥时的重要手段。 它在保持间接性的同时，明确地表达了发言人的负面态

度，避免了由于遵守“礼貌原则”而过多地牺牲立场表达。

四、 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问句是外交语言中表达多声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发言人通过

询问引入多种可能的回答，并通过语境促使受话人进行语用推理，对这些回答加以选择，以此

间接地表达发言人的立场并规避话语责任；另一方面，发言人还能自己通过反问，对可能的回

答加以选择和否定，同时通过语境促使受话人进行语用推理，进一步否定引出反问句的行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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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表达负面的事理立场⑨。
同时，问句带来的多声现象也帮助塑造了外交语言既礼貌又有力的风格：一方面，声音的

间接引入使得外交语言保持了模糊、礼貌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成分复杂的受话群体通过

“演绎”推理得到话语中的隐涵声音，给外交语言带来了论辩色彩，增强了外交语言立场表达

的强度。

注　 　 释

① 这一概念在作为文学理论讨论时，多采用“复调”的译法；在语言学的讨论中，则一般采用“多声性”的译

法。 我们也按照这一习惯，在描述小说时，用“复调”；在描述语言特点时，用“多声性”。
② 比如，在 Ｆｌøｔｔｕｍ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等） 、Øｙｖｉｎｄ （２００７）的研究中，都讨论了否定词 ｎｏｔ 和连词 ｂｕｔ 所带来的多声

现象。 在孟玲（２０１８）中，否定和让步也是“借言”中重要的两个部分。
③ 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
④ 分别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２０１９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谈话”“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就特本赢得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答记者问”以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安理会表决叙利亚跨境

人道救援问题决议草案答记者问”。
⑤ 每种问句的具体说明见李宇明（１９９３）。
⑥ 为了和“多声性”的翻译相配，我们将这里的观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译为“声音”。
⑦ 即美方发言人的声明中表达的声音。 这一声音虽然没有直接从发言人的问询中体现出来，但却“笼罩”或

者说“渗透”了整个回应，发言人的整个回应是在这一声音存在的前提下产生的。
⑧ 郭继懋（１９９７）、胡德明（２０１０）都有相关的论述。 我们采用胡德明（２０１０）的表述，即说话人通过否定 ｑ 的

前提（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来否定引出反问的行为 ｐ。 这里的“前提”指必要条件。 而对询问句而言，虽然在特定

语境下，询问句也可以激发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但这种推理只是听话人根据常识而认定的一般情况，推
论所依据的条件和结论之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对应关系。

⑨ 刘娅琼（２０１０）总结了前人对反问句功能的研究，并结合对谈话语料的观察，认为反问句的主要话语功能是

表达说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 我们同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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